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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8 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中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使“五一口号”

在全国各阶层中激起强烈反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中，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

尽快结束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第三势力就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但两次宪政运动皆

因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独大的地位而失败。1944 年，中共首次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第三势力于是再次发挥作用，他们依旧希望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1948 年，国共军事

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五一口号”中的联合政府不再是国民党占主体的联合政府，

而是以中共为主体的联合政府。随着形势的变化，第三势力最终完全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宋

庆龄虽然对“五一口号”没有书面意见，但她在中共的一再努力争取之下，北上参加新政协，

在行动上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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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 23 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

其中第 5 条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使“五一口号”在全

国各阶层中激起强烈反响。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面旗帜下，第三势力在

国共之间积极斡旋，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共之

间的势不两立，使第三势力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1948 年中共再次号召成立联合政府时，

第三势力反响自然十分强烈。他们对“五一口号”的态度即受原来自身主张的影响，又在新

的历史背景下有所改变，绝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中共的主张。 

宋庆龄虽然对“五一口号”本身没有书面意见，但是她在中共的一再努力争取之下，

北上参加新政协，与中共共商国是，这种行动上的支持比书面意见作用更大。 

 

一、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背景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先后共投入 100

万兵力对抗，结果豫湘桂大溃败使其兵力大为削弱。毛泽东从战役开始阶段就预见到这一结

果。5 月 25 日洛阳失陷后，6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城市工作专题会上提出日

寇的大规模进攻势必造成国民党大大削弱，未来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共产党应争取起到

决定作用，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2]13
8 月 7 日衡阳失守后，17 日，毛泽东在

董必武请示国民参政会的有关事宜来电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

府。”[３]与各民主党派沟通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不赞成中共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

出改组政府的主张，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不便表态。为照顾各党派的政治处境，9 月 15 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最后“顺便”提出：“希望国民

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

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2]29 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

张首次公开提了出来。 

在这之前，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最著名的政治口号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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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早在 1939 年 9 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

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就和中共参政员一起，向大会提出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尽快结束一党训

政，实施宪政。针对孔庚等 52 人、陈绍禹（王明）等 26 人、左舜生等 36 人、江恒源等 40

人、张申府等 21 人、王造时等 37 人，分别提出的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

行宪政的七项提案，大会进行了合并审查，经大会一致通过，治本的办法是：“（一）请政府

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

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4]随后，宪政期成会成立，经会员多次讨论，

提出五五宪草修正草案。但是，由于修正草案不可避免地妨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为蒋介石

所不容。1940 年 4 月 10 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闭幕，蒋介石致大会休会词宣布政府继

续抗战之决心，“此项宣布既系全国最高当局所发，必使国内外所传中政府可能的改变政策

之种种谣诼，自动消灭”。“修改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所颁宪法草案之动议，已吿失败；并有

提议在本届参政会结束后及国民大会召开前应设国民政委会者，此项动议经热烈讨论，亦被

否决。”[5]第一次宪政运动遂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随后于 1943 年 9 月也提出宪政运动。9 月 8 日，国民党五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

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重新提出筹备国民大会，决议：“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

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6]宪政实施协进

会于 11 月成立，蒋介石是会长，民盟主席张澜被私下除名。1944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宪政运动时说：“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

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束缚我们。”[7]此次宪政运动仅限于清谈，基本上是画饼充饥，中

共也在这一运动中被边缘化。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国共谈判内容从不对等的朝野合作转向对等的朝内合作上

来。日本突然投降后，在苏方压力下，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认国民党的法统，表示不提联合

政府，以参加政府而妥协。 

然而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却遭到西式民主制的猛烈批判。1945 年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

杜鲁门在马歇尔大使启程赴华前两小时，发表对华声明，直接指出孙中山的训政施策必须修

改，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以及其它

持有歧见之武装部队，应设法停止军事冲突，俾达中国全国完全重归中国有效统治之目的，

其中包括日军之立即撤退。（二）各主要政治份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应谋目前

国内纷争之早日解决办法，亦即促中国统一之解决办法。”[8] 

在美国的压力下，1946 年 1 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

会议，对一党制进行了政治清算。但是，正如《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

共政争》一书作者邓野的结论：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协是以超

强的国际背景为依据的，其召开及其结果完全脱离了民国的政治逻辑。所以，政协会议一个

月之后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过来又对政协会议进行了政治清算。[2]461
 

最后，东北问题演变成国共全面内战。战争进行到 1948 年，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明

显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据战场优势。于是，“五一口号”所说的联合政府不再是国民党

占主体的联合政府，而是以中共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这一目标是毛泽东早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设定了的：“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

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9]1056 也就是说要在未来建立一个共

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二、第三势力对联合政府口号的态度 

1944 年 9 月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为第三方面力量提供了一个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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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他们结束了宪政运动的清谈，转而与中共结成联盟，实实在在地投入到眼前的民主谋

划中。10 月 10 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

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建立起统一战线。在 1946 年 1 月的政协会议中，第三

势力与中共一起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当时的方案完全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而设计的，于是

1948 年中共再次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第三势力在普遍响应中共号召，拥护建立联合政府

的同时，又顺势而为地受到 1946 年政协精神的影响，想要限制共产党在未来联合政府中一

党独大的地位。 

以民革为例，1948 年 6 月 25 日，为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民革发表声明，开篇便

强调：“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讨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曹吴既倒，孙先生随即

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建议；并主张于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举行

包括‘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

各军、各政党’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并提出：“中国共产党于五一劳动节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

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诚为消灭卖

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二十四年

前孙先生所提出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精神，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10]民革赞

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同时也暗示这一口号非中共独有。民革中有人仍然希望在未来

的联合政府中走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道路。就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 1948 年 7 月 16

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评价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

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

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

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中共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

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反共的，

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

民心支持。
[11]236-237

 

1949 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明确说：“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

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

走什么‘中间路线’。”[9]1375
1 月 21 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当日，蒋介石

宣告“引退”。次日，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及民主人士

郭沫若等 55 人联合发表对时局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

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2]

 

 

三、宋庆龄的反应 

关于国民党一党训政，宋庆龄早就间接提出过批判。1929 年 8 月 10 日，宋庆龄在驳斥

戴季陶时说：“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

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

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

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

学会游泳的呢？”[13]78-79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宋庆龄起初的活动基本上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进行，

她甚至曾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13]83。 

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国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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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从坚持世界革命到促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抗日讨蒋到联蒋抗日。宋庆龄

也转而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1944 年 9 月，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第三势力积极支持，对此，蒋采取

了打压政策。宋庆龄对此十分不满，1945 年 5 月 3 日，她在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M·米克拉舍夫斯基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H·费德林就中国的民主运动谈话时

说，她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14]212。 

虽然宋庆龄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之间势不两立，因而曾在 1945 年 2 月 17 日给史迪威副

官杨孟东的信中抱怨道：“CP 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而 KMT 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
[15]

。在中苏谈判期间，她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明确表示，

蒋介石是想借苏联之手来遏制中国共产党，他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民主人士希望建立联合

政府实属幻想。[14]215
 

但是，宋庆龄还是希望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多党制的联合政府能够建立。她是国民党

创始人的遗孀，虽然明知联合政府成立的希望渺茫，但她仍然不放弃幻想，从她的角度去考

虑，她有这样的幻想是很正常的。重庆谈判期间，她对两党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8 月 29

日，她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示：“建立联合政府并非不可能。”[14]217 抗日战争胜利，

宋庆龄在回到上海后不久，曾致函金仲华，告诉他自己已不打算住回莫利爱路寓所，准备把

它捐给国家，并提供国共两党作谈判之用。她说：“也许孙先生的精神会推动他们实现真正

的统一和民主。”[16]
 

然而，再次让宋庆龄失望的是，国共停战协定迅速成为一纸虚文。全面内战爆发后，

1946 年 7 月 22 日，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

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提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

了。”“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

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

派。”“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

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

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13]416
 

1946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在南京

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次年元旦，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定于是年 12

月 25 日施行。自此中华民国从表面上结束训政时代，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是，制宪国民

大会将共产党和民盟排斥在外，所制定的宪法必然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1947 年 9 月 16

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谓：“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

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13]437
 

宋庆龄始终没有对中共发出的“五一口号”公开表示过意见。“五一口号”发出不久，

5 月 21 日，美联社记者罗伯特·Ａ·伯顿给宋庆龄写信道：“我想对你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

澄清莫里斯·科恩私下透露的关于目前中国政府和它同你及李宗仁将军的关系的消息。科恩

将军暗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广泛的变动，涉及到你、李宗仁将军以及现政府。”
[17]148

宋

庆龄拒绝接受采访，其秘书回复伯顿道：“对于你信中提到的科恩先生据说给了你有关她的

消息，孙夫人感到十分惊讶。另外，关于你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广泛的变动’，

涉及到她及现政府的其他人，孙夫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孙夫人希望大家知道她全身心地只

致力于福利工作。”
[17]150

 

但事实上，宋庆龄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游离政治之外，反而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1948

年 4 月 17 日，司徒雷登引用蔡廷锴的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蔡廷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

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 3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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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

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 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宋的估计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在我最近访问广东时，宋没有表明他感到政府崩溃在即。但是，他声明他最近见

到蔡廷锴，他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会与他合作。
[11]189-190

 

司徒雷登报告所谓“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也是同民革密切相关的。李济

深为成立民革，获取宋庆龄的支持，曾于1946年年底，在祝世康、卢季卿夫妇陪同下，在上

海新雅饭店密会宋庆龄。席间，李走向宋身边耳语，说他要成立民革，请宋带头。宋答，她

不能带头，且不带头比带头更好，应由李带头，但不能在上海成立，赶快到香港去成立。
[18]

李赴香港成立民革后，当宋庆龄得知国民党打算派特务去谋害李济深，又连忙派人去香港通

知李济深。
[19]

李济深后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之下，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
[20]

 

1949 年 1 月 16 日，面对即成事实的分裂局面，宋庆龄以沉痛的心情对她的朋友说：“我

们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曾试图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历史仍然选择了这条破坏性的道

路。”
[21]12

 

1949 年 6 月 20 日，李济深致函宋庆龄，谓：“新政协正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

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
[17]204

希望宋庆龄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

政协。宋庆龄刚刚于 6 月 4 日以“养疴沪滨，暂缓北上”
[21]188

为由，婉拒了李济深等人恳请

她北上参加新政协之电请，对李此函她未作答复。在中共中央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之下，宋

庆龄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但她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

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但是邓颖超希望她能以妇联代表的名义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

表，虽经邓多方解释说明，宋不再坚持己见，但她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说明她对邓

颖超的意见还是十分勉强的。
[22]

宋庆龄到京后，经周恩来与她当面商定，她作为无党派人士，

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

表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

当选副主席的民主人士还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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